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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与新型城镇化耦合格局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以河北省为例

耿 娟,李泽凡,王若晨

(河北经贸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石家庄050000)

摘要:新型城镇化与人口流动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议题,其动态耦合机制及影响因素研究具有意义。选用

2005—2022年河北省1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

进行实证探究。结果显示:河北省新型城镇化水平呈现唐山为东北部增长极、石家庄为西南部增长极的 “双极引领”
格局:人城耦合协调水平由中度失调向弱度失调,甚至弱度协调过渡,形成“雁阵式”耦合格局;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显

示,早期单因子和交互q普遍较低,随时间推移q逐渐增大,RAD、PUB、EER为主要解释因子,RAD和FIA的交互

作用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未来,可注重科技与城市建设在省内地区间的差异化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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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十五五”,中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

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
大量外来人口的流入也是“十五五”规划建议中,将
“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纳入新征程重

点任务,明确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城市内涵式

发展为抓手的关键因素。当前,中国的流动人口规

模接近3.8亿人,构成了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

力量,城镇化水平也在其带动下从改革开放伊始的

17.9%到2025年突破67%,增速较此前明显放缓,
城镇化进程开始步入存量提质增效的新阶段。但

值得注意的是,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意味着将有大量

的农民亟待转变为市民,经初步测算,每一个农民

转变为市民需要增加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大约是

13.38万元[1],这就使得新型城镇化必然是一项需

要大量资金投入的系统工程,资金缺口使得城镇的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社区管理短期内都不能满足

大量的农民工市民化的迫切需求[2],“新市民”在由

此带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下难以实现同城同域同权,
城乡产业融合发展不足,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体制机

制障碍尚未彻底消除[3],这个现象被一些学者评价

为“未完成的城镇化”,或者“浅城镇化”和“表面上

的城镇化”[4]。在此背景下,人口流动与城镇化不再

是简单的“因”与“果”,而是构成一个相互驱动、相
互制约的复杂系统。确立并不断完善以人为本的

新型城镇化就是要引导流动人口更快市民化,就近

城镇化,促进多元流动格局。国务院最新颁布的

《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

划》中,规划了四大核心行动和重点任务,采取系列

措施有效有序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步伐,以落

户政策、公共服务、教育权力、社会保障、医疗条件、
住房保障等方面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以及人口过量

流动带来的城镇化倒退。
早期西方工业化国家经过工业革命,已率先开

始了城镇化的深度演变。在当时,城镇化起源于西

方文献中的“urbanization”一词,其在《城镇化基本

理论》中被定义为城镇人口密集、具备一定经济和

社会活动。多数学者聚焦于城市内部之间的联系,
基于人口、经济、社会等视角,认为城市化即从以个

体分散性为特征的乡村经济,向具有结构性对立特

征的城市经济形态转型的历史进程,体现从乡村社

会关系向城市社会形态的根本性转变[5]。从人口在

空间分布的过程中发现,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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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体现为农村人口向城市空间集聚所引发的生

产模式与生活形态的系统性重构。随着城镇化进

程的推进,人口大规模从城市迁移[6],引发城市环境

的物理变化[7]。此后,相关研究重点开始向城镇的

可持续发展转变。聚焦农村城镇化过程为美国农

村地区带来的人口增长等负面影响,提出一种缓解

城镇化压力的可持续多元化方法,为可持续农业和

农村社区之间的共生关系提供解决方案[8],社会维

度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也逐渐显现[9]。
随着研究深入,城镇化相关评价体系的测算也逐渐

趋于多维,基于人口结构、社会发展、经济增长、生
态环境和基础设施等指标构建的综合评价体系,引
发学界关注,并得到广泛认可[10]。而新型城镇化蕴

含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内涵与本质特征[11],所以,
在新型城镇化指标测度研究中,基于其内涵来确定

相应的指标体系。从指标体系构建的视角上,学界

一般参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年)》,
以人口、经济、社会、空间、生态与城乡一体化7个子

系统构建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12-14]。从指标测算

方法的视角上,目前现有文献所涉及的主流方法主

要有熵值法[15]、层次分析法(AHP)[16]或同时多种

方法结合使用[17-18]。根据上文提到的新型城镇化

的现存挑战,现有文献从多个方向分别探讨了数字

经济[19]、新质生产力[20]以及劳动力回流[21]等对新

型城镇化的影响,除了考虑单向影响,也有学者从

耦合协调角度,考虑了其与生态环境[22]、乡村振

兴[23]、旅游经济[24]和产业结构[25]等子系统的耦合

协调水平,并给出针对性建议。但有关研究中,考
虑到人口因素的文献较少,朱竑等[26]通过理论分

析,对国内流动人口迁移中的户籍与人口流动、循
环流动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发现公共政策与制度

安排的取向与目标、移民自身的人力资本和家庭情

况、所建立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性质等都是影响

新型城镇化中人口城镇化质量的关键因素。刘贵

文等[27]通过研究中国城市的人口变化表现,发现人

口的短期流动会导致城市相对收缩,表现为相对收

缩城市大量劳动力外流,造成自身城市劳动力供应

不足,城市发展相对滞后。
综上所述,新型城镇化议题备受学界关注,且

相关研究已趋于成熟,但人口因素作为新型城镇化

中重点强调的关键变量,相关研究却较少,且普遍

聚焦于理论分析层面,较少研究进行实证分析,导
致研究结论缺乏必要的数字支撑。当前,京津冀城

市群作为中国三大世界级城市群之一,其城镇化质

量不仅关乎中国北部地区增长极的培育,更能发挥

新型城镇化良性健康发展的示范作用。河北省作

为京津冀城市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非首都功能

疏解和京津冀产业协同方面起着关键承接和支撑

作用。聚焦省内,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虽已突破

63%,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仍不足一半,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滞后、半城镇化现象突出、区域分化加

剧等问题亟待解决。为破除河北省在城镇化新发

展阶段的户籍壁垒,深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农

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城镇化进程。因此,本文

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针对人口流动与新型城镇化

两大子系统的协同发展展开研究,并运用地理探测

器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探
讨河北省不同地区影响因素的侧重,从而能提出具

有针对性的建议。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路径机制

1.1.1 人口流动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

从经济角度来看,流入人口集聚不仅带动当地

消费水平[28],促进经济要素流动,具有减贫效

应[29],并且促进了流入的新增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

的流动,带动优化了劳动力就业结构,从而发挥产

业的集聚优势和规模优势。从社会角度来看,一方

面,流动人口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消费市场扩

大来提高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21];另一方面,
热门地区大量的人口流入,必然会对基本服务提出

更高的要求,通过公共支出的倒逼机制提高城市基

本公共服务水平。从城乡统筹角度来看,传统乡村

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其往往是家庭中的成年男性

率先迁移,随后带动配偶、子女和家庭成员共同迁

移[4],农村富裕劳动力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更高收入,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影响极大,有助于城乡空间结构

关系的调整与整合[30]。伴随人口流动模式的多元

化,部分人口向农村回流,城乡资源双向流动,城镇

工业反哺农业,驱使农村产业发展。
1.1.2 新型城镇化对人口流动的影响

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本”,有序推进农村转

移人口市民化。这意味新型城镇化建设将弱化劳

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改变迁移收益,影响迁

移决策[28]。从流入地视角看,新型城镇化显著提升

区域公共服务供给,其中包含流动者选择流入地时

所考虑的养老医疗[31]、子女教育[32]等因素,还有其

未来的发展潜力,即流动个体在流入地切身感受到

的整体社会回报而非纯粹的经济回报可能起着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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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人城耦合协调模型

重要的作用[33],表现为劳动力在选择流向某个城市

时不仅为了获得该城市更高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机

会,还为了享受该城市的生活方式、当地文化以及

权益保障等。从流出地视角来看,中国大力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城乡间基础设

施等方面的差距逐渐缩小,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的长

期定居意愿与社会融入程度[34],已经出现了由大中

城市到中小城市,由城市向农村流动的“回流”和
“返乡”现象[35],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格局逐渐形

成,逐渐克服了先前传统城镇化时期,由流出地“推
力”和流入地“拉力”形成的人口流动模式所带来的

城城失衡和城乡失衡等弊端,新型城镇化通过建立

弹性城乡双向流动机制,引导人口合理流动,促进

形成更加均衡的流动格局。
1.1.3 政策双向协调的强化机理

在制度层面,户籍福利捆绑制约公共服务获取

成为制约人口要素流动的难点[1],户籍制度改革与

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形成“去壁垒-促融入”组合拳,
一方面放宽落户限制、扩大居住证福利覆盖,降低

人口市民化成本;另一方面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与基

建投入提升中小城市公共服务承载力,提高流入人

口幸福感、归属感。除此之外,人才引进计划、落户

政策、科研补贴等差异化政策,定向吸引高素质劳

动力流入,强化了由新型城镇化带来的人口红利。
在要素配置层面,城乡土地制度改革与产业协同政

策同时发力,表现为:农村土地流转机制释放了农

村劳动力,而城镇产业梯度转移与乡村特色产业培

育政策则放大人口回流规模,有效缓解了传统城镇

化中资源过度集聚的负向影响。政策协调的本质

在于催化两个子系统间的正向影响:通过户籍、土
地、社保等制度联动改革,将个体流动决策与城镇

体系优化的宏观目标相统一,最终在人口再分布与

城镇化质量提升之间形成正向循环。这种政策协

同效应不仅放大了人口流动对城镇化的要素供给

作用,更通过城镇化进程中公共服务、就业结构、空
间载体的持续升级,反哺形成更高层次的人口流动

格局,从而推动新型城镇化步入“流动激活发展,发
展优化流动”的良性循环。
1.2 研究方法

1.2.1 指标体系构建

新型城镇化作为以人为核心、追求高质量发展

的系统性变革,其内涵涵盖人口结构、经济动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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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服务、生态环境、空间形态及城乡关系等多元维

度的协同演进,参考王金伟等[36]的做法,指标体系

如表1所示。
1.2.2 耦合协调模型

考虑到传统耦合模型中出现的模型强调协调、
弱化耦合。边界值耦合度计算不合理等诸多缺陷,
借鉴修正后的耦合协调模型[37],改进后计算公式为

C=1- d
maxd=1- d

n/2
=

  1-2

 

∑
n

i=1
U2

i- ∑
n

i=1
Ui  2

n2
(1)

T=∑
n

i=1
aiUi,∑

n

i=1
ai =1 (2)

D=
 CT (3)

式中:n为子系统个数;Ui为各子系统值;U1为新型

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U2为人口流动强度,其分布

区间为[0,1];αi分别为各子系统的权重系数,其总

和为1,本文认为2个系统同等重要,故取αi=0.5;
C为耦合度;T为2个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D 为耦

合协调度,对应的等级划分如表2所示。
1.2.3 GTWR模型

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eographicallyand
temporallyweightedregression,GTWR)是一种融

合空间与时间维度的局部回归模型,用于分析变量

关系中存在的时空非平稳性(即参数随地理位置和

时间动态变化)。计算公式为

Yi =β0(ui,vi,ti)+∑
k
βk(ui,vi,ti)Xik+εi (4)

式中:Yi 为观测值;β0(ui,vi,ti)为回归的常数项;(ui,
vi,ti)为第i个样本点的时空坐标;ui,vi,ti 分别为

第i个观测点的经纬度坐标和时间;β0(ui,vi,ti)为回

归方程常数项;Xik 为第k个自变量在i点的观测

值;Xik 为第i个观测点的第k个权重系数;εi为第i
个观测点的随机误差。
1.2.4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模型(geodetector)是一种基于空间

分异性原理来量化因子影响力(q)的统计学方法,凭
借五假设限制、多类型数据兼容性及多尺度适用

性,用于探测地理现象的空间分布差异及其驱动因

子。其中包含因子探测、交互作用探测(表3)、风险

表2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

等级 耦合协调度范围 阶段 阶段划分

1 [0,0.100)

2 [0.100,0.200)

3 [0.200,0.300)

4 [0.300,0.400)

5 [0.400,0.500)

失调

极度

高度

中度

低度

弱度

6 [0.500,0.600)

7 [0.600,0.700)

8 [0.700,0.800)

9 [0.800,0.900)

10 [0.900,1]

协调

弱度

低度

中度

高度

极度

表1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属性

新型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

经济城镇化

社会城镇化

生态城镇化

空间城镇化

城乡一体化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 正

城镇人口密度 人/km2 正

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 % 正

人均GDP 人/元 正

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 元 正

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 % 正

职工年平均工资 元 正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资 元 正

城镇登记失业率 % 负

每万人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 人 正

每千人医疗机构床位数 床 正

每万人拥有公厕数 % 正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m2 正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正

人均工业烟(粉)尘排放量 μg/m2 负

建成区面积占比 % 正

人均拥有道路面积 人/km2 正

城市建设用地土地面积 km2 正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负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 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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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判定依据与类型对应

判定依据 类型

P(D1)+P(D2)>P(D1∩D2)>
max[P(D1),P(D2)]

双因子增强

P(D1∩D2)>P(D1)+P(D2) 非线性增强

P(D1∩D2)=P(D1)+P(D2) 独立交互作用

P(D1∩D2)<min[P(D1),P(D2)] 非线性减弱

min[P(D1),P(D2)]<P(D1∩D2)<
max[P(D1),P(D2)]

单因子非线性增强

区探测和生态探测;通过计算q进一步捕捉新型城

镇化和人口流动耦合协调度影响因素在河北省的

全局影响。计算公式为

q=
1-∑

l

h=1
Nhσ2h

Nσ2
(5)

式中:h=1,2,…,l,为各影响因子的分层个数;N 为

总样本;Nh为层h的样本数;σ2为总样本的方差;σ2h
为h层中样本的方差;因子解释力q的值域为[0,
1],其值越大解释力越强。
1.3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考虑到研究区域内部分地级市数据可得性,选
用2005—2022年河北省11个地级市的数据为研究

样本。其中,新型城镇化相关指标和影响因素均来

源于2006—2023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

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城

乡建设统计年鉴》《河北统计年鉴》,部分数据由各

地级市统计公报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补充,地形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人口流动

数据来源于高德迁徙大数据平台,缺失数据由插值

法补全。

2 结果与分析
2.1 人口流动布局与趋势

河北省内人口流动呈现显著的区域分化特征。
石家庄对周边城市人口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石家

庄、保定、廊坊因地理位置邻近、交通便利及京津冀

协同发展战略推动,形成人口流动规模最大且最频

繁的核心圈层。石家庄与邢台、邯郸的区域间流动

次之;唐山、承德、秦皇岛等东北部城市间交流相对

独立,形成自己的人口流动闭环;承德作为著名的

旅游城市,吸引部分来自唐山、秦皇岛、张家口等地

的人员前来就业(图2)。
2.2 河北省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

从空间格局来看,整体可划分为以唐山为增长极

的东北部和以石家庄为增长极的西南部两大板块,构

审图号:GS(2024)0650号

图2 省内人口流动

建出“双极引领,协同共进”的发展格局。西南部地

区,石家庄凭借其作为省会城市的政策资源优势,率
先实现了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带动保定、邢台、邯
郸紧随其后,沿着交通干线和产业转移路径,引领城

镇化水平,形成以石家庄为核心的协同发展圈。这也

与石家庄都市圈 “一核两极、两圈两廊”空间规划密

切相关。东北部的唐山,依托自身雄厚的工业基础和

沿海港口优势,其与秦皇岛在地理位置上相邻且交通

便利,秦皇岛能够充分借鉴唐山的城镇化经验,并在

旅游产业协同发展等政策引导下,与唐山形成联动,
共同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廊坊

虽同时不与俩大增长极接壤,但其新型城镇化水平与

二者几近持平,这得益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下的交

通一体化和非首都功能疏解,承接了京津的外溢资

源,形成 “研发在北京、转化在廊坊”的协同模式

(图3)。
2.3 人口流动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

河北省人城耦合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形成“首
位城市极化,全域非均衡发展”的“雁阵式”格局。
具体来看,石家庄作为全省政治、经济和人口流入

的核心,其耦合协调水平持续高位运行,形成显著

的“首位城市极化”态势。保定、廊坊等中南部城市

在协调水平上虽逐步提升,但始终与石家庄保持一

定差距,表现出“随位发展”的区域特征,构成“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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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结构中的第二梯队。东部沿海的沧州和南部邯

郸、邢台,北部的张家口、承德等长期处于耦合协调

的低值区,提升缓慢,显示区域之间发展动力不均

衡,表现“尾位滞后”的特征。城镇化发展动力不

足,形成经济地理上的“发展洼地”。整体上,沿京

津冀轴线向南北展开的分层推进格局,该“雁阵式”
空间格局在反映河北省人口与新型城镇化耦合水

平的空间演进路径与其地理区位、交通网络密度、
资源环境承载力及政策导向密切相关(图4)。
2.4 人城耦合系统的影响因素

2.4.1 影响因素的选取识别

参考王金伟等[36]的做法,考虑到二者耦合系统

的受多方面影响,最终从经济发展、政府政策、自然环

境和社会发展5个方面来构建影响因素体系(表4)。
通过地理探测器模型初步了解所选影响因素的影响

力大小。研究主导因素的交互作用,筛除不显著变

量。为保证模型估计准确性和参数解释的可靠性,先
进行数据的极值标准化处理,由于人才引进强度变

量并不显著,后续研究中不放入此变量。
2.4.2 地理探测器模型结果分析

为进一步量化各因素对耦合系统的独立解释

力及交互作用机制。将自变量通过K-Means聚类

方法进行离散化处理后,放入地理探测器模型进行

因子探测和交互作用探测得出如下结果(表5)。
1)主要驱动因子识别

结果显示,从2017—2022年,7个影响因素均

通过了0.0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证实了人城耦合系

统受到来自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政府政策、社会发

展的多方面影响,各影响因素总的解释力排序为

RAD>PUB>EER>TRD>FIA>GTW>TIE,在
众多影响因素中,政府政策起到了主导作用,其中,
科技支出占比和教育支出占比影响分别排到第一、

审图号:GS(2024)0650号

图3 河北省新型城镇化时空演变

审图号:GS(2024)0650号

图4 河北省人城耦合协调时空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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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影响因素选取

维度 影响因素 变量释义 单位 变量缩写

自然环境 地形(TRD) 地形起伏度 TRD

经济发展
对外贸易(TIE) 进出口总额占GDP比例 % TIE

固定资产投资(FIA)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元 FIA

政府政策

教育支出占比(EER) 教育支出占一般预算内支出比例 % EER
科技支出占比(RAD) 科技支出占一般预算内支出比例 % RAD
人才引进强度(TIT) 政府工作报告中人才关键词出现次数 次 TIT

社会发展
工资总额(GTW) 城镇就业人员工资总额 元 GTW
公共支出(PUB)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总额 % PUB

表5 人城耦合系统单因子探测结果

自变量 2007年 2012年 2017年 2022年 总计 P 解释力排序

X1 0.5338 0.5927 0.5881 0.5983 0.4551 0.000 4
X2 0.2128 0.3441 0.2201 0.3205 0.1606 0.000 7
X3 0.5857 0.5843 0.8198 0.6264 0.4424 0.000 5
X4 0.2731 0.6157 0.5578 0.3265 0.4840 0.000 3
X5 0.3952 0.6938 0.7341 0.4226 0.6297 0.000 1
X6 0.0705 0.0596 0.0411 0.1790 0.2164 0.000 6
X7 0.3342 0.4685 0.5521 0.4810 0.5022 0.000 2

三位。公共支出覆盖面广,在降低流动人口社会风

险、缓解“市民化进程中福利缺失”矛盾,提高人口

流动的持续性与稳定性等方面发挥兜底作用。地

形作为天然的地理条件,从物理层面对人城耦合起

到基础限定作用。固定资产投资以基建、房地产等

硬件设施投入,快速扩充城镇基建,短时高效拉动

人口承载空间,拉动人口流入。而工资总额更倾向

于城市资源配置优化、人口结构与产业需求达成适配

后的必要条件,并非前置影响,也并不直接。对外贸

易作为影响最小的因素,其对耦合系统的影响主要通

过与外部的连接,对于人口、投资和资金都是双向的,
且易受外部市场波动的影响,抗风险能力弱。
2)交互作用分析

利用Origin2021进行交互作用分析结果的可

视化如图5所示。因子间交互作用呈现为双因子增

强(BI)或非线性增强(NL)两种形式,且交互后q显

著高于单因子,体现了要素协同的重要性:从时序

演化角度来看,因素之间的交互解释力呈现逐步增

强和结构优化的趋势。2007年整体q水平相对较

低,且交互解释力度低,系统协同性较弱。随时间

推移,多个因素交互的解释力显著提升。到2022
年,系统协同结构更趋稳定。

从历年整体上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和地形交互

的解释力度一直很强,其本质是经济资源在地理约

束下的优化配置过程,特定的地理条件对应相匹配

的投资方向能有效放大投资的空间效应。2012年

以后,“科技+投资”协同形成新的核心组合,意味

研发投入与基础设施或产业投资同步推进时,对提

升城镇化与人口流动匹配度最具区域异质作用,多
种交互q的提升,也体现耦合系统的区域差异受到

更多要素协同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对外贸

易的单因子解释力度很弱,但与公共支出的交互作

用随时间显著提高且达到较高水平,说明公共服务

支出释放了潜在的外贸增长潜力,二者的非线性交

互作用更强。另外发现,工资总额和对外贸易的交

互作用显著偏低,主要由于对外贸易更多依靠外部

市场需求,而工资总额更多反映本地劳动力市场和

产业结构,两者关系存在割裂。
2.4.3 GTWR模型结果分析

通过stata软件进行PCA检验,结果显示,所有

变量的特征值均未出现接近于0的情况,且未解释

方差均为0,主导因素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
符合模型要求。接着验证GTWR模型的适用性,
以耦合协调水平D作为因变量,各影响因素为自变

量,对其分别进行OLS、TWR、GWR、GTWR。结

果表明,GTWR模型能更好地拟合测度自变量对因

变量的影响(表6)。
通过使用ArcMap10.8.2软件,分别对河北省

表6 模型检测结果

模型参数 OLS GTWR GWR TWR
带宽 0.114 0.115 0.271

残差平方和 0.075 0.098 0.324
残差估计标准差 0.020 0.022 0.042

赤池信息准则 (AICc)-565.712 -726.518 -738.196 -615.545
R2 0.803 0.970 0.961 0.870

调整后R2 0.801 0.969 0.959 0.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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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人城耦合系统交互作用探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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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级市2007年、2012年、2017年和2022年的

GTWR模型的回归系数进行可视化表达(图6),从
而分离出各影响因素中存在的时空分异性。
GTW对人城耦合系统大体上呈现正向的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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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图号:GS(2024)0650号

图6 GTWR回归系数时空分布趋势

作用,回归系数为-0.044~0.347,且正向作用主

要集中在河北省西南部,与该区域的劳动密集型产

业形成有效协同;RAD呈正负双向作用,正向作用

持续降低,部分地区突破零值后转为负向作用,回
归系数为-0.331~0.422,整体系数明显偏大,证
实了RAD在强解释力的同时展现较强的时空分异

性;TIE呈明显的正向作用,回归系数为-0.174~
0.638,以省会石家庄为枢纽,南部各市保持系数持

续高位,而东部及东北部地区系数大多为负,但负

向作用较弱。EER呈正向恒正,负向恒负特征,体
现其 对 时 空 分 异 性 的 强 解 释 力,回 归 系 数 为

-0.207~0.287,与其他影响因素交互效应稳定;
PUB在早期大多为负向影响,但随着时间推移,负
向影响逐渐弱化,并转为正向影响,回归系数为

-0.070~0.160,说明不同地区公共投入契合了地

区差异,但影响不大;FIA在南北地区之间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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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异性,回归系数为-0.082~0.564,影响力较

大,且地区差异解释力不弱,说明FIA投入强度北

高南低,且北方边际作用逐渐饱和;TRD有着正负

双向的影响,回归系数为-0.261~0.678。西部、
西南部以及南部区域回归系数均为正,包括张家

口、保定、石家庄、衡水、沧州、邢台、邯郸在内的7个

城市。其他地区显示为不同程度的负向影响。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河北省省内流动以石家庄、保定、廊坊为流动

核心,唐山、承德、秦皇岛等东北部城市形成独立闭

环。新型城镇化水平呈 “双极引领,协同共进”格

局:西南部以石家庄为增长极带动保定、邢台、邯
郸;东北部以唐山为增长极联动秦皇岛等周围地

区。耦合协调水平由中度失调向弱度失调,甚至弱

度协调过渡,呈现“首位城市极化、全域非均衡发

展”的“雁阵式”格局;人城耦合系统影响因素中,
RAD、EER与PUB是耦合协调水平时空分异的首

要驱动因素,科技创新已取代传统要素成为新一轮

发展动力,同时更好地发挥有为政府作用,TIE的弱

解释力与河北省的资源型贸易有关,难以形成产业

集聚优势。交互类型表现为BI和NL两种情况,随
时间推移,解释力高的因子交互组合种类变多,其
中,FIA和TRD交互的解释力度一直很强,说明不

同地区的地理条件差异与固定资产投资更易形成

本土优势。RAD和FIA的交互解释力度也逐渐凸

显,随科技发展逐渐弥补自然条件短板。虽TIE解

释力弱,但与PUB的非线性交互水平达到较高水

平。GTWR结果显示,EER、TIE、RAD的回归系

数较大,影响力较强,GTW 和TIE整体呈正向影

响,EER正负作用南北差异分明,其他影响因素正

负效应随时间出现正负转换的情况。
3.2 建议

在实现城镇化进程中,人口的移动是实现城镇

化的决定性因素[39]。注重人口因素,尤其河北省京

津的毗邻省份,人口承接规模较大,根据人口承载

力实施差异化的人口政策,重点破除短期大规模人

口流动带来的“玻璃门”“暗门槛”现象。
鉴于地理探测器结果,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摒

弃“撒胡椒面”式的均衡投入,注重科技创新与公共

服务的协同发力,通过强化城市科研能力和教育医

疗水平,放大更地区优势,错位发展。
针对GTWR模型结果的时空动态演变特征,

建议打破“一刀切”政策框架,对南部及沿海地区,

深化对外贸易与产业投资配合,由资源型贸易向劳

动密集型转型,延伸产业链。依据工资、科技、教育

等差异化规律,南部邯郸、邢台让传统产业升级与

工资增长联动;保定、衡水继续放大教育正向效应

深化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对接;北部张家口、承德

发挥生态产业优势,以生态、旅游等产业推动工资

作用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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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EvolutionandInfluencingFactorsoftheCouplingPatternbetween
PopulationMobilityandNew-typeUrbanization:ACaseStudyofHebeiProvince

GENGJuan,LIZefan,WANGRuochen
(SchoolofStatisticsandMathematics,HebeiUniversityofEconomicsandBusiness,Shijiazhuang050000,China)

Abstract:AsacoreissueinChina’smodernizationprocess,thedynamiccouplingmechanismandinfluencingfactorsofnew-typeurbanization
andpopulationmobilityareofgreatsignificance.Paneldatafrom11prefecture-levelcitiesinHebeiProvincefrom2005to2022wasusedandan
empiricalstudywasconductedusingmethodssuchas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model,spatiotemporalgeographicweightedregressionmodel
andgeographicdetector.Theresultsshowthatthelevelofnew-typeurbanizationinHebeiProvincepresentsa“dual-polarleading”pattern,
withTangshanasthenortheasterngrowthpoleandShijiazhuangasthesouthwesterngrowthpole.Thelevelofhuman-citycoupling
coordinationhastransitionedfrommoderateimbalancetoweakimbalance,andevenweakcoordination,forminga“flyinggeese”coupling
pattern.Theanalysisofinfluencingfactorsshowsthattheq-valuesofsinglefactorsandinteractionsweregenerallylowintheearlystages,but
graduallyincreasedovertime.RAD,PUBandEERarethemainexplanatoryfactors,withtheinteractionbetweenRADandFIAalways
playingadominantrole.Itissuggestedthatfuturepoliciesshouldemphasizedifferentiatedinvestmentintechnologicaldevelopmentandurban
constructionacrossregionswithintheprovince.
Keywords:newtypeurbanization;populationmobility;spatiotemporalcoupling;influencing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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